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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扩张过程中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
动力

车　 通１，李　 成１，罗云建１， ２，∗

１ 扬州大学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 ／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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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剖析城市扩张过程中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不仅有助于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而且为城市用地结

构优化、城市景观规划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以快速城市化的中型城市—扬州市为例，利用多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影像、乡镇水平的扬州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景观格局分析、增强回归树（Ｂｏｏｓ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等方法，
研究建设用地的扩张模式、形态及景观格局，定量探究地理、社会和经济因子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机制，从而明晰景观格局演变特

征及其驱动力。 结果表明，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填充式 （ Ｉｎｆｉｌｌｉｎｇ）、边缘式 （ Ｅｄｇｅ⁃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和跳跃式

（Ｌｅａｐｆｒｏｇ）３ 种扩张模式在各时段均有出现，但其优势度随着城市发展而改变。 建设用地的形态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经历着

“集聚”和“扩散”的交替变化过程，景观格局则出现了同质化倾向，景观破碎化下降、聚合度增加。 地理因子（海拔和到县市中

心的距离）对景观格局的综合影响虽然高于社会经济，但它的影响力却随着城市发展呈现出下降趋势，社会经济的作用则逐渐

增强。 海拔和人口密度的增加会促进景观的破碎化、抑制景观的集聚；人口数量的增加会促进景观的集聚、降低景观的破碎化；
其余因子（到县市中心的距离、人均 ＧＤＰ 和第二产业占比）的作用则随城市的发展而发生转变，如人均 ＧＤＰ 对景观破碎化的作

用表现为“促进→抑制”的转变、第二产业则为“抑制→促进”。
关键词：城市扩张；景观格局；时空演变；驱动力；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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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更被视为人类的未来［１⁃２］。 快速城市化带来了城市热岛效

应加剧、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污染加重等诸多城市病，直接影响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３］。 这些问题的出现均与区域土地利用结构和景观格局的改变密切相关［４］。 因此，剖析城市扩

张过程中城市景观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不仅是解决这些城市病的基础，而且为城市用地结构优化、城市

景观规划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其中，建设用地扩张是城市扩张最直观的表征，也是衡量城市生态环境压力

的重要指标［５］。
围绕着城市景观格局，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研究，涵盖了国家［６］、城市群［７⁃９］、省级区域［１０］、单个城市

（如市、县和区） ［１１］等不同尺度，呈现出从静态研究到动态分析［１２］、从过程认知到机制探索［９］、从定性描述到

定量解析［１３］的发展。 不少研究表明，城市扩张会阶段性地增加城市景观的多样性、破碎化和结构复杂性，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集聚⁃扩散假说［１４⁃１５］，但也有研究发现城市化也能造成城市中心的景观多样性和破碎化程度

降低，符合景观同质化假说［１６］。 不断积累的研究表明，城市景观格局受到地理、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子

的共同制约［１７］，但是一些学者认为地理因子（如到道路的距离和到县市中心的距离）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最

大［１８］，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因子［１９］或经济因子［１２，２０］ 更为重要。 由此可见，目前尚未明晰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用

地景观格局的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 此外，有关驱动机制的研究大多采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传统统计方

法［８⁃９， １２］。 由于受到数据类型（如分类数据和连续数据）、数量关系（线性和非线性关系）、数据分布（如正态

分布）等假设前提的限制，这类方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驱动机制的认知。 近年来，基于决策树的集成学习

方法（Ｔｒｅｅ⁃ｂａｓｅｄ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如增强回归树（Ｂｏｏｓ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和随机森林（Ｒａｎｄ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突破

了传统统计方法的局限性［２１］，成功应用于多重因子影响的定量研究［２２⁃２３］，为深入剖析景观格局的驱动机制提

供了有力工具。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深化及发展重点的逐渐转移，中小城市已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推进城市化

进程的中坚力量［２４］。 由于受城市发展规模、经济水平、交通条件、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小城市的城市化

过程可能会呈现一些不同于大型城市的特征［２５］。 但是，目前的研究相对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型城市，
对快速城市化的中小城市缺乏足够的关注。 扬州，地处江苏中部，是承接苏南经济转移、辐射苏北的过渡区，
还是长三角城市群、大运河文化带和南京都市圈的节点城市。 在江苏乃至长三角城市群全面推进城市化的关

键期，开展扬州建设用地扩张研究，不仅可以增强中小城市扩张规律和机制的理解，而且对类似区域中小城市

建设用地的调控具有指导意义。 因此，本文以扬州市为例，利用多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Ｌａｎｄｓａｔ 卫星影像、乡镇水平的扬州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景观格局分析、增强回归树等方法，研究建设用地的

扩张模式、形态及景观格局，定量探究地理、社会、经济多重因子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机制，从而揭示建设用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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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格局及其驱动力的演变特征。

图 １　 扬州市区位和行政区划图

　 Ｆｉｇ． 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　 数据与方法

扬州市（３２°１５′—３３°２５′ Ｎ、１１９°０１′—１１９°５４′ Ｅ），
现辖 ３ 个市辖区（邗江、广陵和江都）、２ 个县级市（高邮

和仪征）和 １ 个县（宝应）（图 １），共 ７７ 个乡镇、１４ 个街

道、１１２５ 个行政村。 全市总面积 ６５９１．２１ ｋｍ２，常住人

口 ４５０．８２ 万（２０１７ 年）。 地处北亚热带湿润气候区的

北缘，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年均气温 １６℃左右，年均降

水量 １０４６ ｍｍ，全年日照时数平均为 ２１７６．７ ｈ，土壤主

要为水稻土、潮土、沼泽土和黄棕壤。
１．１　 数据来源

卫星影像为空间分辨率 ３０ ｍ 的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扬州市 Ｌａｎｄｓａｔ 数据 （ ２０１５ 年为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ＯＬＩ 影像，其余年份为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５ ＴＭ 影像），影
像级别为经过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的 Ｌ１Ｔ 级。 选用的

影像数据成像质量较好，研究区内晴朗无云，大气可见

度高。 在对影像进行预处理的基础上，使用监督分类

（最大似然法）和目视解译，将土地利用分为建设用地、
林地、耕地、草地和水体五类。 采用扬州市土地利用现

状图和 ＧＰＳ 实测数据，随机设立 ２００ 个解译标志，利用

误差矩阵进行精度评价。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总体分类精度分别为 ８８．４％、８１．６％、８６．７％、
８５．２％和 ９０．０％，能够满足研究的精度要求。

本文从地理、社会、经济方面，探究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用地景观格局的驱动力及其演变特征。 地理因子选

用海拔和到县市中心的距离，用于反映物理空间的影响，社会因子选用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用于反映人类活

动的强度；经济因子选用人均 ＧＤＰ 和第二产业占比，用于反映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 社会经济数据来自于

扬州市历年统计年鉴（乡镇水平），地理因子数据从 ＤＥＭ 数字高程数据（空间分辨率 ３０ ｍ）和各时期土地利

用图中提取。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张

为定量描述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选用景观扩张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ＬＥＩ）来识别建设

用地的扩张模式；使用面积加权扩张指数（Ａｒｅ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ＷＭＥＩ）来描述建设用地的

形态［１４］。

ＬＥＩ ＝ １００ ×
Ａ０

Ａ０ ＋ ＡＶ

式中，Ａ０是新增建设用地斑块的缓冲区（本文缓冲距离设为 １ ｍ）与原建设用地的交点，ＡＶ是该缓冲区与非建

设用地的交点。 根据 ＬＥＩ 值，建设用地的扩张模式分为 ３ 种类型：跳跃式（Ｌｅａｐｆｒｏｇ，ＬＥＩ ＝ ０）、边缘式（Ｅｄｇ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０＜ＬＥＩ≤５０）和填充式（Ｉｎｆｉｌｌｉｎｇ，５０＜ＬＥＩ≤１００）。

ＡＷＭＥＩ ＝ ∑
Ｎ

ｉ ＝ １
ＬＥＩ ×

Ａｉ

Ａ
æ

è
ç

ö

ø
÷

式中，Ａｉ是新增建设用地斑块 ｉ 的面积，Ａ 是新增建设用地斑块的总面积。 ＡＷＭＥＩ 值越大，建设用地景观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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凑；ＡＷＭＥＩ 值越小，建设用地景观越分散。
１．２．２　 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

借鉴现有的城市景观研究［１２，２６］，本文选取斑块密度（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Ｄ）、边缘密度（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ＥＤ）、
景观形状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ＬＳＩ）和聚合度（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Ｉ） （表 １）来刻画建设用地的景观

格局。

表 １　 选取的景观格局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ｓ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序号
Ｎｏ．

景观格局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单位
Ｕｎｉｔ

取值范围
Ｒａｎｇｅ

涵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

１ 斑块密度 个 ／ ｋｍ２ （０， ＋∞ ） 值越大，斑块的数量越多

２ 边缘密度 ｍ ／ ｈｍ２ ［０， ＋∞ ） 值越大，斑块的边缘长度越大

３ 景观形状指数 — ［１， ＋∞ ） 值越大，景观形状越不规则，越复杂

４ 聚合度 — ［０， １００］ 值越大，斑块越来越集聚

　 　 ∗计算公式详见 ＭｃＧａｒｉｇａｌ 等［２７⁃２８］

１．２．３　 驱动力分析

选取大小为 １、２、３ ｋｍ 和 ４ ｋｍ 的移动窗口，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中分别计算不同窗口大小的各景观指数

值，进行比较，从而筛选出最佳的景观分析尺度。 经多次试验，景观分析尺度设定为 ２ ｋｍ，既可以消除一定的

噪声，又能保留足够的空间信息。 运用大小为 ２ ｋｍ 的移动窗口，获得各景观指数的栅格图。 为实现社会经济

数据与景观格局信息在空间上的匹配，本文以乡镇（含街道）为统计单元，计算每个乡镇各景观指数的平均

值，以便在乡镇水平上探究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及其驱动力。
增强回归树方法是一种基于分类回归树算法（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ｒｅｅｓ）的自学习方法，整合了分

类回归树算法和增强算法（Ｂｏｏｓｔｉｎｇ），显著提高了结果的稳定性和预测精度［２１］。 在运算过程中，利用重抽样

方法从训练数据集里随机抽取数据，得到一系列新的训练数据集，对每个新训练数据集构建一个分类回归树，
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剩余的数据则对结果进行交叉验证，最后对生成的多重回归树取均值并输

出。 与传统统计方法相比，增强回归树方法具有同时处理多种数据类型（如分类数据和连续数据）、复杂的非

线性关系、缺失数据、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等诸多优势，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量化多重因子的影响：①各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相对影响（各自变量对因变量可解释变异的贡献，所有自变量的相对影响之和为 １００％）；②在

其他自变量不变 （或者取均值） 的情况下，某一特定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互关系 （通过加权树遍历法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ｔｒｅｅ ｔｒａｖｅｒｓａｌ）整合其他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利用生成的多重回归树取均值，获得某一特定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边际效应）。 因此，本文利用增强回归树方法，运用 Ｒ 语言（３．５．０）的“ｇｂｍ”包，分析地理、社会、
经济多重因子对建设用地景观格局的影响。 根据 Ｅｌｉｔｈ 等［２９］的建议，学习速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ｒａｔｅ）设置为 ０．０１，树
的复杂性（Ｔｒｅ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为 ４。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建设用地的空间扩张

建设用地面积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７２５．４ ｋｍ２持续增加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７６．５ ｋｍ２。 ３ 种扩张模式（跳跃式、边缘式

和填充式）在 ４ 个研究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均有出现（图 ２），但是

它们的优势度呈现较大差异（图 ３）。 从斑块数量的比例来看，边缘式扩张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其优势度远大

于其他扩张模式。 除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外，填充式的优势度均高于跳跃式（图 ３）。 ３ 种扩张模式在不同县市间的

优势度基本相同，与全市的情况相一致。 然而，从斑块面积的比例来看，边缘式扩张在初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
和后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处于主导地位，填充式在中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处于主导地位，跳跃式则始终最低（图
３）。 ３ 种扩张模式在不同县市间的优势度呈现较大差异，与全市的情况并不吻合，尤其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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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扬州建设用地扩张模式的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ｒａｗｌ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ｉｎ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全市建设用地的面积加权扩张指数（ＡＷＭＥＩ）呈现先增加、后减小、再增加的变化，
意味着城市化过程中建设用地景观出现了“集聚→扩散→集聚”的现象（图 ４）。 与全市的变化趋势相同，邗
江区、广陵区、仪征市和高邮县的建设用地景观也出现了“集聚→扩散→集聚”的变化特征。 然而，江都区和

宝应县的变化存在较大不同，即江都区呈现“扩散→集聚”的变化，宝应县则为“扩散→集聚→扩散”的变化。
２．２　 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演变

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建设用地的斑块密度（ＰＤ）和景观形状指数（ＬＳＩ）呈减少之势，边缘密度（ＥＤ）和聚

合度（ＡＩ）增加（图 ５），这表明斑块数量增加、景观形状趋向简单，但斑块的边缘长度更大，分布更集聚。 除老

城区（邗江和广陵）的 ＥＤ 出现减小之外，各县市区的景观格局指数随着城市的发展都呈现类似于全市的变化

规律。 各乡镇的景观格局从县市行政中心到县市边界，整体上呈现破碎化上升、聚合度下降的变化特征，即
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均呈增加之势，ＡＩ 呈减小趋势（图 ６）。
２．３　 驱动力分析

运用增强回归树方法，探究了不同时期（１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地理、社会、经济等多重因子对

景观格局的影响。 结果发现，地理（海拔和到县市中心的距离）、社会（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和经济因子（人
均 ＧＤＰ 和第二产业占比）能够解释不同景观指数变异的 ３４％—６７％（Ｒ２ ＝ ０．３４—０．６７），但是这些因子在不同

时期和对不同指数的综合影响存在很大差异（表 ２）。

表 ２　 景观格局指数与地理、社会和经济因子的分析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景观格局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ｉｃｅｓ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５ 年

Ｒ２ ＲＭＳＥ Ｒ２ ＲＭＳＥ Ｒ２ ＲＭＳＥ Ｒ２ ＲＭＳＥ Ｒ２ ＲＭＳＥ
ＰＤ ０．４４ ０．３６ ０．４６ ０．３６ ０．４３ ０．３７ ０．６４ ０．２６ ０．５９ ０．２８
ＥＤ ０．５１ ５．２９ ０．５７ ４．９４ ０．５２ ５．２２ ０．４９ ４．９８ ０．４７ ５．０７
ＬＳＩ ０．４０ ０．４９ ０．４２ ０．４９ ０．３４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４３ ０．４２ ０．４６
ＡＩ ０．３５ １．４７ ０．３９ １．４１ ０．３４ １．６８ ０．６７ １．２８ ０．６１ １．３９

　 　 ∗ Ｒ２：决定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ＭＳＥ：均方根误差，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ｄ ｅｒｒｏｒ；ＰＤ：斑块密度，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Ｄ：边缘密度，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ＳＩ：景观形状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ＡＩ：聚合度，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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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扬州建设用地扩张模式的相对优势度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ｒａｗｌ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ｉｎ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随着城市的发展，地理因子（海拔和到县市中心的距离）对景观格局的综合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图 ７）。
地理因子中，海拔的影响（１１．４％—２７．７％）通常高于到县市中心距离（１４．２％—１８．２％）。 随着城市的发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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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扬州市建设用地面积加权扩张指数的变化

Ｆｉｇ． 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ｉｎ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ｔｏ ２０１５

拔对景观格局的影响整体呈现削弱之势，而且到县市中

心距离的影响也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 海拔对景观破

碎化（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的影响（１９．２％—２７．７％）高于对

聚合度（ＡＩ）的影响（１１．４％—１６．６％）。 海拔的增加对

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表现为促进作用，对 ＡＩ 则表现为抑制作

用（图 ８）。 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随着到县市中心距离的

增加，其对 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的作用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
对 ＡＩ 却没有明显的影响；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到县市中

心距离对 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的影响转变为促进作用或无明

显作用，而对 ＡＩ 开始表现为抑制（图 ８）。
与地理因子相比，社会经济的影响较为复杂。 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５ 年，社会因子（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对
景观破碎化（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的影响相对稳定，但对聚

图 ５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扬州市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化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ｉｎ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合度（ＡＩ）的影响整体呈增加态势；经济因子（人均 ＧＤＰ 和第二产业占比）对景观破碎化（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的影

响呈现增加之势，但对 ＡＩ 的影响呈减小态势。 在社会因子中，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相对影响基本相同（图
７）。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数量的影响呈现先减小后增强的特点；人口密度对 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的影响呈削弱之

势，但对 ＡＩ 的影响却逐渐增强。 人口数量的增加对 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有抑制作用，对 ＡＩ 表现为促进作用（图
８）。 然而，人口密度的增加对 ＰＤ、ＥＤ、ＬＳＩ 和 ＡＩ 整体表现为促进作用，虽然在个别年份（如 ２０１５ 年）对 ＰＤ 和

ＬＳＩ 出现了一定的抑制（图 ８）。 对经济因子而言，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１０．０％—１８．３％）通常小于第二产业占比

（１１．９％—２４．４％）（图 ７）。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均 ＧＤＰ 的影响呈现先减小后增强的特征；第二产业对 ＥＤ 和

ＬＳＩ 的影响呈增加之势，但其对 ＰＤ 和 ＡＩ 的影响却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小。 与地理和社会因子相比，人均 ＧＤＰ
和第二产业占比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可分为两个阶段。 ①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人均 ＧＤＰ 的增加对 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整
体表现出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对 ＡＩ 的影响很小；第二产业的发展抑制了 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却促进了景观聚合

度 ＡＩ。 ②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人均 ＧＤＰ 的增加对 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有抑制作用，第二产业的发展却起到了促进作

用，但它们对 ＡＩ 的作用并不一致，即人均 ＧＤＰ 的增加对 ＡＩ 有促进作用，但第二产业的发展对 ＡＩ 没有明显

作用。
某一特定自变量与景观指数的相互关系是指通过加权树遍历法（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ｔｒｅｅ ｔｒａｖｅｒｓａｌ）来整合其他自变

量对景观指数的影响（即其他自变量的影响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利用生成的多重回归树取均值，获得此特定

自变量对景观指数的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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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扬州各乡镇建设用地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化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ｐｅｒ ｔｏｗｎ ｉｎ Ｙ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 ｔｏ ２０１５

ＰＤ：斑块密度，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Ｄ：边缘密度，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ＳＩ：景观形状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ＡＩ：聚合度，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３　 讨论

本文运用景观扩张指数（ＬＥＩ）和面积加权扩张指数（ＡＷＭＥＩ）对建设用地的扩张模式及形态进行了研

究。 从 ＬＥＩ 来看，跳跃式、边缘式和填充式 ３ 种扩张模式在各时段内均有出现，但它们的优势度随着城市发展

而改变（图 ３）。 从 ＡＷＭＥＩ 来看，扬州的建设用地景观出现了“集聚”和“扩散”交替现象（图 ４）。 扬州下辖县

市区的 ＬＥＩ 和 ＡＷＭＥＩ 也出现了类似的交替变化。 集聚⁃扩散交替出现的现象在东莞市［１４］、南京市［７］、湖北省

黄陂区［１５］等城市也有出现。 然而，从景观格局的角度来看，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随着城市的发展出现了破碎

化程度较低的情况，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景观同质化假说。
通过深入研究景观格局演变的驱动力，我们发现地理因子的相对影响通常最大（２７．６％—４３．７％），社会因

子（２９．３％—４３．７％）略高于经济因子（２３．９％—３８．９％），而且这些因子的重要性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如地

理因子对景观格局的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图 ７）。 随着海拔的增加，建设用地的分布受到地形的制约，斑块在

较平坦地区更加分散，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的增大、ＡＩ 的减小，就说明了这一点。 建设用地的景观格局还受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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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地理、社会和经济因子对不同景观指数的相对影响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ｌａｎｄ

相对影响是指各因子对不同景观指数可解释变异的贡献率，所有因子的相对影响之和为 １００％。 地理因子的影响是指海拔和到县市中心距

离的综合影响；社会因子的影响是指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综合影响；经济因子的影响是指人均 ＧＤＰ 和第二产业占比的综合影响

中心的辐射作用，整体表现为到县市中心的距离越近，受到城市中心的辐射作用越大，建设用地斑块越趋于集

聚，破碎化开始下降。 然而，Ｆｅｎｇ 等［１８］对上海的研究发现，到市中心的距离对景观破碎化的作用表现为先促

进后抑制。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城市的发展差异，扬州尚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而上海已基本完成了快速城市

化过程，更多地表现为景观的重组。
与地理因子相比，社会经济对景观格局的影响较为复杂。 我们发现人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建设用地的景

观破碎化，增强景观的集聚。 究其原因可能与扬州的人口分布特征和城市发展历史有关［３０］。 由于城市发展

历史的原因，扬州生活聚居区大多建在老城区（特别是邗江和广陵两区），建设用地面积较大，可开发利用的

土地很少，加之城市规划部门处于对老城区的保护，限制这些地方的建设用地继续扩张，从而出现人口数量越

多的乡镇越难产生新的建设用地。 与人口数量的影响不同，在人口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口密度的增大

也能够促进建设用地斑块的形成和景观聚合度的增强，这与 Ｆｅｎｇ 等［１８］ 的研究结果相同。 此外，一些大城市

（如北京、上海）的研究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显著改变了城市景观格局［１２，１９］。 我们的研究不仅证实了这一

点，还发现经济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均 ＧＤＰ 和第二产业也随之增长，城市扩张速

度加快，从而引起了建设用地的扩张和重组。 城市化早期，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促进了城市扩张，使得景观破碎

化程度加剧（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增加），而到了城市化中期，城市扩张受到严格的规划与控制，人均 ＧＤＰ 更多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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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建设用地的重组，促进了斑块的集聚和破碎化的下降。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处于低位时，产业多为劳动

密集型，资金相对匮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弱，对建设用地扩张的促进作用很小，在出现亏损和困境后甚至会

抑制新建设用地的形成，更多地表现为景观的重组［３０］。 随着第二产业的继续发展，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增

强，生产规模也逐渐扩大，促进了“工业区”、“开发区”的形成，从而对建设用地扩张表现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使得景观破碎化有所增加。 考虑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本研究选取的因子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交互作

用，其作用强度及机理仍需进一步探索。

４　 结论

综合考虑地理、社会和经济因子，本文通过研究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扬州建设用地的扩张模式、形态及景观格

局，深入探究了景观破碎化及其驱动力的演变特征。 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１５ 年，填充式、边缘式和跳跃式 ３ 种扩张

模式均有出现，但其优势度随着城市发展而改变。 建设用地的形态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经历着“集聚”和“扩
散”的交替变化，景观格局则出现了景观破碎化下降、聚合度增加的现象，即景观有同质化的倾向。 随着城市

的发展，地理因子（海拔和到县市中心的距离）对景观格局的综合影响呈现下降趋势，社会经济的作用逐渐增

强。 海拔和人口密度的增加会促进景观的破碎化（ＰＤ、ＥＤ 和 ＬＳＩ 增加）、抑制景观的集聚（ＡＩ 下降）；人口数

量的增加会促进景观的集聚（ＡＩ 增加）、降低景观的破碎化；其余因子（到县市中心的距离、人均 ＧＤＰ 和第二

产业占比）的作用则随城市的发展而发生转变。 此外，研究还表明，增强回归树方法不仅可以直观地辨识出

景观格局的关键驱动力及其演变特征，而且可以明确某一驱动因子与景观格局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演

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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